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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亲和及其生命力 
 

周  星 

 

    1996 年 9 月 18-22 日，我有幸和袁方教授一起，应邀参加了在江苏省吴江市举办的一个重

要的学术讨论会。吴江会议是由北京大学、民盟中央会同吴江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主题是“中

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研讨会暨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 60 周年”。承蒙袁方教授的特

别安排，在这里由我向在座的各位先生，简要地介绍一下吴江会议的情况，同时也多少发表一点

个人的感想与体会。 

    从 1936 年的江村调查起，到今年，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活动已经有整整 60 年了。在这 60 年

的学术活动中，费孝通教授既为中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创造了许多珍贵的学术财富，为社会学与

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学术实践又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与农村

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样的基本评价，可以说是国家教委、中央统

战部、民盟中央、北京大学、江苏省及吴江市政府负责人的共识，也是与会的 200 多位海内外知

名学者们的共识。费孝通教授以他卓越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但是，

对于费孝通教授本人来说，最高的评价或许莫过于他的乡亲们，即那些给他的研究以灵感，从他

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同时也是费孝通教授一生“志在富民”的学术追求所要致力于帮助的那些淳

朴的农民们的赞许。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考察了吴江市盛泽镇、同里镇以及著名的江村，访问

了一些乡镇企业和农户家庭，费孝通教授有关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一系列学术调查与理论研究，就是在当地农村和小城镇发展的实践中，得以展开、验证甚

至应用的。众所周知，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思想，具有应用社会学与应用人类学的鲜明特征，其本

质正像他在其著名讲演“迈向人民的人类学”里所宣称的那样，在于为人民服务。当我们为他的

精神所感召，亲临他曾经进行过田野调查的社区时，这样的印象的确是更加深刻了。费孝通教授

从不回避他“学以致用”的学术观，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他也非常善于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去影响

更多的人，其中包括政策的制定者们和那些其生活深受国家政策所影响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在

很多人看来，费孝通教授是以他的学术研究和他娴熟的“指导变迁”的艺术，在政府和人民之间

架起了一座沟通之桥。 

    费孝通教授特意为本次研讨会撰写了题为“重读《江村经济·序言》”的长篇论文，读者们

可以从中了解许多涉及社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问题以及费教授本人的立场与观点。在大会

及分为小组的研讨中，先后有 32 位中（含港台）、日、韩、美、英及印度等国的社会学家与人

类学家发言，他们的论题十分多样，分别涉及学科建设、费孝通学术思想、方法论、婚姻家庭、

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中国文化对未来世界可能的贡献等，但是，所有发言都有

一个共同点，即或是围绕费孝通教授 60 年学术活动的某个方面而展开，或是从费孝通教授本人

曾经提出的一些学术命题引申而来，这也反映了费孝通教授学术遗产之影响的博大精深。 

    那么，纪念江村调查 60 周年，究竟具有哪些学术方面的意义呢?一介学人，长达 60 年之久，

克服各种挫折，持续不断地数十次跟踪调查同一个农村社区，费孝通教授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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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还是在人类学历史上都十分罕见的学术研究的典范。通过江村，费孝通教授实际上始

终跟踪着整个中国的农村社会在这翻天覆地的 60 年间所发生的几乎所有方面的变迁的轨迹，他

把自己的学术建立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上，大家认为这的确是他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不过，

费孝通教授的脚步没有停留在江村，相反，他认为一个典型社区的意义，还应该从更为宽阔的社

会与历史的背景中，在“类型”及“模式”的相互比较中去理解和把握，接着，由江村出发，便

有了云南三村、乡镇企业研究、各种发展模式、小城镇问题、边区开发、多元一体等等重大学术

命题的延伸。在与会的海内外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们看来，费孝通教授 60 年的实践，不仅在学

术研究与社会发展之间找到了结合点，还为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亲和，从而为这两个现代学

科在中国获得持久和旺盛的生命力探索出一条康壮大路。 

    应该说以《江村经济》为代表，费孝通教授的学术起点，一开始就显得非同凡响。在人类学

史上，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由于《江村经济》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应用到一个具有高度的

文明、独特的文字传统和悠久历史的社会，同时，也由于它把传统上以异己的社会和文化为对象

的人类学，引伸到一个以本民族的社会和文化为对象的本土人类学的新天地而在学术史上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费孝通教授所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他那里，学术上的执著追求、对家乡和祖国

的热爱、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都是密切相关而又近乎完美地结合着

的。说起费孝通教授学术生涯的起点之高，不由得使我们缅怀起另一位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拓

荒者即吴文藻教授。1995 年 12 月 10 日，费孝通教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十周

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开风气，育人才”的讲演。费孝通教授详细描述了 60 多年以前，

吴文藻教授为社会学的“中国化”所做的不懈努力，可以说，吴文藻教授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设计了详细的规划，他所做的主要有两件事，一件是开中国化之风气，具体地就是通过引进社会

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再就是培育了一批人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

就了一个“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江村经济》。从此，费孝通教授

一生的学术实践，都具有这个学派的特色，都具有社会学与人类学相互亲和的特色。在我看来，

费孝通教授的社会学之所以是中国化的，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它具有社会人类学的方法论属

性，在于它开创了中国本土的社会人类学，当然也在于它以此为基础有了许多新的创新和发挥。

正如费孝通教授在北大讲演时所说的那样，“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实际的重要

途径，结合人类学来创建和改造中国的社会学，是我们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工作”。 

    当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不幸遭遇结束之后，由于费孝通教授本人曾经肩负的重建社会学

的历史性责任，也由于他本人的学术魅力，曾经在燕京大学辉煌过一时的那个“社会学的中国学

派”的传统，又逐渐得以恢复。费孝通教授在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中焕发出的创造力以及他的更

加具有社会应用意义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恰是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亲和及其茁壮

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费孝通教授身先士卒，坚持实地调查，先后发表了《行行重行行》等重要成果，继续和加强

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传统；按照费孝通教授本人的要求，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建所十多年来，始终沿着 60 多年前由吴文藻教授等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们所开创的学术方向，

坚持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认识当代的中国社会，坚持社会学与人类学服务于中国的社

会发展与进步事业的学术宗旨，坚持实证的田野调查，不断实践着在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文化传

统的基础上，发展能够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追求。费孝通教授的学术之路，已经

吸引了不少年轻一辈的追随者，甚至有不少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研究者们，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 

也都逐渐意识到在其中国研究中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两种方法的重要性。我们的体会是，围绕问

题或者课题展开社会学与人类学甚至多学科相互结合的研究，尤其在方法上相互借鉴与参照，不

仅是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它使我们受益匪浅。 

    当然，前述“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并非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唯一流脉，社会学与人类学

在中国相互亲和的传统，也不是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中唯一重要的传统，但是，她之所以富于生

命力，除了任何泊来的学科在中国都不能回避中国化的问题之外，还因为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

一批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实践着以科学的方法认识中国社会与文化，并且做出了令

人信服的成就。她当然不是一个自视“正统”而排除其他“异端”的传统，相反，而是一个尊重

不同的研究风格或学说流派的传统，因为在人类学的基本命题里原本就包含着“美人之美”，即

对于“他人”及其文化的尊重。中国社会学这样一个优良的传统，理应得到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传统是在社会学与人类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个传统的复活

及其重新振兴所具有的重要的学术意义。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重建中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由于

与外部世界的阻隔时日已久，所以有必要迅速引进各种国外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及方法，包

括半个多世纪以前早已为当时的中国学者所熟悉的那些古典理论与方法的重新引进，所有这些理

论和方法要被年轻一代的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应用于研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自然就面临着如何

使它们在中国得到验证之类的问题，于是也就自然存在重新中国化和继续中国化的问题。基于此，

社会学与人类学若要在中国最终摆脱泊来的属性，或者说要建设中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中国学

者想要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则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相互亲和的传统，就

是值得我们重视和选择的。 

    学术界纪念吴文藻教授和费孝通教授这些学术大师的学术活动及其成就，主要是为了继往开

来，使我们能从老前辈那里学习和继承到他们的学问的精神、学风以及人品。我们注意到，在这

些前辈大师那里，或者由于历史时代方面的原因，或者由于他们个人的学术际遇、专业背景甚至

个人兴趣，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民族学往往是不分彼此的，他们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也与此种

学科观不无关系，应该说这种状况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学术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珍视并提倡社会

学与人类学的亲和，也并不是要与学科专业分化的倾向背道而驰，而只是想说学科的分类固然令

人尊重，但科学或学术往往却不宜被人为的分类所禁锢。我们或许应该对由我们自己建构的学科

分类壁垒有所反省，从而恢复从其他相邻的姐妹学科获得“他山之石”的勇气。如果我们在学科

间筑起高墙，以学科的名义排斥或拒绝与其他知识交流，那就难免出现“学者”在学术界制造“社

会问题”的局面。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本文是作者 1997 年 4 月 17 日在北京市社会学

会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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